
33责任编辑：丛子钰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 2020年12月14日 星期一

对中国文学跨界研究的若干思考对中国文学跨界研究的若干思考
□□蔡益彦蔡益彦

一个评论工作者的
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

□丛治辰

文学评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有关

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都专门提到理论批评工作的作用。在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总书记是在“加强和改进党

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标题下谈到文艺批评的，是将文艺批评

工作和各级党委、宣传部、作协对于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工

作放在一块谈的，这至少可以说明，文艺批评工作和一般的文

艺创作还不一样，有其独特性。的确，在影响、引导和组织文学

工作方面，评论发挥了较之其他文体更为特殊的作用。从新中

国成立，甚至更早的1942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亲自

关怀文学，亲自撰写理论文章，甚至亲自组织文学讨论。我们

的文学政策，甚至文学体制，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责任如此重大，但作为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小

学生，我似乎还没有资格对它高谈阔论，更不敢说能谈出什么

有价值的观点，只能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谈谈作为一名评论

工作者，我个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期许。

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够理解作家和作品。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文艺批评应该“激浊扬清”。要激浊

扬清，首先就得真正知道什么是浊，什么是清。简而言之，得能

读得懂。对于专业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来说，这个要求看上去已

经相当低了，但我并不认为很容易做到。做不到有两种情况，

一是客观上能力达不到，这当然要努力加强自身业务水平；还

有一个就是主观上不愿意去做。比如我们有时候难免听到这

样志得意满的抱怨：“这作品太差劲了，根本不值得认真看。”

诚然，文学作品的质量有高有低，但是不认真看就妄下判断，

似乎还是不妥。事实上，文学是复杂而微妙的，一个负责任的

作者，在写下每一笔的时候都一定是殚精竭虑、暗藏玄机的。

如果先抱定一个轻视的态度，草草看过，匆忙结论，对作者多

少有点不够尊重。事实上，每一次阅读和评论，都是评论者和

作者的一次搏斗和角力，万一轻敌大意搞错了，作家看不起我

们，丢人的还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

评家自有一套学术批评话语，仗着这套行话，先入为主，不管

作品怎么样，都是这套行话的材料而已。这样的评论就像一台

绞肉机，不管进来的是什么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对于绞肉机来

说都是没有差别的原料，反正出来之后统统变成面目模糊的

肉酱。这的确证明了绞肉机的强大，我要是小动物，肯定只想

把它砸烂。但这绝不是说所谓“行话”不重要，事实上相关理论

话语的引进强力激活了当代文学评论，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之

丰富微妙，离开复杂的理论话语也的确难以深入开掘。可是

“行话”是工具，不是目的，是为“小动物”服务的，不是用来屠

宰“小动物”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绞肉机，也应该是能够精

耕细作的吧，一视同仁地剥皮嚼骨实在太残暴也太落后了。主

观上不想做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往

往同时也是因为评论者能力达不到。那就是拿过作品，不管三

七二十一，骂了再说。在文学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要表扬一

部作品，从中发现对于文学的一点贡献是不容易的，需要高度

的敏锐；但是要挑个错别字，找几个似是而非的病句，甚至完

全没有来由地抄一段骂一段，敷衍成一篇文章，倒是简单得

很。怨恨的评论酝酿

怨恨的氛围，怨恨的

氛围培育怨恨的读

者，怨恨的读者鼓励

怨恨的评论，久而久之，有关文学的讨论就全是负面情绪了，

这实在算不上自由谈论文学的正道。这种手里有锤，心中无

畏，抡起锤子就砸的行为，不叫文学评论，顶多是拆迁。拆迁还

是为了城建，要么也是为了美化环境，保护生态；如果拆了之

后不建设，也不治理，只剩下一堆烂石头破钢筋扔在原地，就

太不像话。更何况，此类拆迁者往往是看也不看，把不该拆的

给拆了。我时刻告诫自己，不可以做这样的评论工作者。

不过我当然也不认为文学评论的从业者只能去理解和抚

慰作家，去做作家的红颜知己。批评工作之所以重要，不是说

评论家准确把握了作家的主观意图就够了，那让作家自己说

不是更好吗？作家们现在的创作谈写得多么精彩！从一般的认

识和长期的传统来说，评论家还是得比作家的眼光高一些，得

能够为作家指路，引导作家提升。不过这可不是说要给作家下

什么命令，下了命令人家也不一定听，还暗暗给你一个大白

眼。我所谓的引导，还是得用文学的方式，用学理的方式。我始

终认为，一名评论工作者能够从作家那里得到的最好褒奖就

是：“哎呀你讲的那些我其实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但是你

说了之后，我觉得我就是那么想的！”这听起来很像是在埋汰

评论家，好像评论家过于阿谀，或者至少是过度阐释了，恶意

拔高了作家的创作。但我以为这正是评论家该干的事情。作家

搞创作，当然也需要强大的理性逻辑思维，需要对文字的掌控

组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感性的、甚至有时近乎神启的审

美体验。作家以一种艺术直觉面对世界和处理世界，以文学敏

感和文字功夫激活、转化，将世界上此前并不为我们关注之物

提炼出来，提供给我们。但是直觉感受和艺术表达之后，作家

对自己所言之物的重要价值是不是真明白了，是个问题。很多

时候，作家对于自己作品洋洋自得之处其实略显陈腐，而他并

未意识到的细节才提供了新的资源，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

有多么伟大，以及为什么伟大。这个时候就需要评论家了。评

论家让混沌、朦胧的艺术感受变得清晰，将艺术品笼罩的光晕

梳理为光谱，使作家和一般读者只是模糊感知的世界，成为更

为深刻的知识。而且好的作家是应该有个性的，观察世界的视

野就难免有限，这种深刻的片面性是来源于作家个人并不一

定自觉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评论家则应该在更加开阔的框架

里去认识作家和作品的价值。这要求我们有更为庞大的阅读

量与更为驳杂的思考维度，要求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大的

胃口。作家写作的材料是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却往往是他们自

己，而评论家则不但应该把这个世界，还要把作家所创作的诸

多虚构世界，都当做我们的写作材料。因此评论家必须在文学

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维层面讨论问题，评论家不仅仅应该

是评论家，还应该是文学史家、理论家、社会学家，甚至政治

家、科学家。在此意义上，评论家绝不仅仅是为作品和作家负

责任的，更是要为整个文化和时代负责任的。

当然了，这有吹牛的嫌疑，至少我现在可能还是做不到

的。只能说，以上是我的一个不自量力的自我期许，我会沿着

这个方向努力。就当作立此存照吧。
中国作协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发言摘登

从48年的文学经历，参与感受文学批评的表现状况看，

窃以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价值观念根源上出现了问

题。说白了就是离经叛道久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

有过“远离政治”“告别革命”“文学创作要向内转”“文学就是

文学”“非英雄化”等等对文学的认识、理解、评判、看法等。

这些意见看法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凭空出世，它是对此前不少

简单生硬、凝固死板、功利庸俗、绝对化文学观念的纠正，是

有一定积极合理的校正作用的。这一点必须明确肯定。但

是，这种在特别环境中，带着情绪性的激情卸载方式，把文学

本有的某些根本性、重要性、独特性的作用价值内容清除了，

问题也与此同时出现了。在破除旧的文学观念以后，我们的

文学批评却没有尽快在已经出现的空间里建立起新的、符合

文学自身个性的深刻准确的文学观念、理论主张来，以致文

学创作一直在校正过程中又不断跑偏，甚至走向了狭窄的死

胡同。这样一来，文学失道的情形发生了。道之不明，行之

何行？止之不知，方向何在？因之，现今的文学批评之所以

缺乏目标、坚持，欠缺力量，就在于对文学的目标价值所在未

能清晰定位与认准。文学的道义不明，使命不清，出现了把

文学当作娱乐玩耍的现象，写作有时成为邀功进身、获奖追

名谋利的工具，丑陋的现象时有发生，玷污了文学本应拥有

的神圣高尚精神。文学是通过对人的自然社会生活表现来

成全自己，影响他人与社会的心灵精神，建设纯粹美好的文

化风俗，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文学的益世善生功能

必须明确和坚持。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之

言，直抵文学之根本，不可忽视。益世济生，经世致用，这就

是文学的大道。可是，这样的大道却未能坚定地得到现实文

学批评的认可与坚持，并进而以此引导和评判作家作品，反

而舍本逐末，被荒野间的杂花异草所吸引、左右，偏离社会人

生的大道大舞台，迷恋于个人的小情绪、小悲欢，或只是“惟

吾圣意”地纵情渲泄等。看看不少谬述历史的畅达之作；扫

扫大量所谓的心灵透射记述；瞄瞄很多囿于一己之冤愤情恶

名利纷争等内容的狂泄情形；见多了少根少边少限的传奇猎

异鬼怪荒诞编造故事泛滥情景，满足于呈现贫困落后苦难，

热衷于对畸形的男女性爱的描绘等等，不都是在“我即生活、

文学即我、文学即文学”的偏执孔镜理念下的产物，少有与社

会建设、文学善人的社会人生大道沟通，追求的是另类，是私

我，是孤情，是怪诞等奇效。有不少写实文学，热情面对现实

社会历史变革，激情书写中国建设创新故事，体现国人伟大

精神勇敢行动。在这样的作品面前，很多文学批评者是无知

的。因为文学与社会大世界的沟通不畅，又因蕴涵苍白肤

浅，表现幼稚拙劣，很少益于人生的成长因素，所以文学在绚

烂的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几近成了作家的自我游戏，以

至成了自娱自乐的冷清存在。这样的文学情形，与文学批评

的失道失位关系密切。文学批评在不少的时候，是从旁助长

袒护着文学创作中的这些偏执行为的，难脱其责。

其次，文学批评在对文学失知失道的情形下，也有很分

明的失己的表现。君不见，已经在不短的时间里，本应对文

学创作有指导引领作用的文学批评，却机械被动地成了作家

作品的跟班仆从，总是在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的本体呈现

中寻找暗合作家意图的注释或生发，有的甚至到了甘当作家

机械的传声筒，不管作品成色如何，只要是名家，是近者，就

非得要牵强生硬地找出些作品的所谓个性成功之处来，以便

为作家作品张目。这种缺少主见的主动臣服于作家作品的

表现，表现出文学批评的寡识和软弱，导致文学批评的精警

凛然风格价值很难形成。在这样的状态下，像屡屡声言写小

说就只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创作之“王”等言词，即使是

那些包含深厚文化创造的伟大小说，也被贬低到仅仅是个好

故事。这些将小说类同于曾经的街头话本、说书层面的主

张，我们的文学批评却不指出其肤浅短视，指引其向思想文

化人生心灵的真准深邃独特形象高层攀登，却有不少的人迎

合乃至站台助威，岂不怪哉。

当文学创作放弃或轻淡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人生承担，以

把玩的个人兴趣偏向形式主义，严重忽略中华民族的优质智

慧传统，却机械地、不加准确精当辨识地，顶礼膜拜地吸纳挪

移西方有些可能也是因穷途末路，最后钻牛角尖找到的表现

手段方式的时候，文学批评也采取了不辨正误、不明利害等

一味的鼓励推举态度。这种不知用力问道，道法真谛，进行

正确价值选择，却在术技上费心苦求的结果是，文学创作似

乎只是个空洞的魔法棒，挥来绕去，除了真真假假、变化莫测

的戏法外，到头来都只不过是莫名其妙、懵懂的杂耍而已。

在文学批评无力引导文学创作的时候，却又出现了用地域、

代际、性别等来认识介定文学的庸俗现象。人都是生活成长

在一定的自然文化环境中，当然会有区别和不同。但文学是

一种思想情感表现形态，简单地强调地域、代际是勉强甚至

荒唐的。

再之，文学终究属于一种给人知性的对象。所以，知性

是文学的根本基点。以己之昏昏，何能使人之昭昭。文学批

评的知性，应该超越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理解判断，才可以在

更加深广宽阔的标准尺度上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的知

性应当渗透和成长在丰厚的哲学、历史、文化等知识基础之

上。所谓站高识远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的

文学批评，很多是就事论事，囿于文学说文学，表现得十分直

接和局限。视野窄，思之浅，荡不开，识不远，缺乏思独见奇，

非常欠缺立说成理的功夫。这是与文学批评者的知识基础

储备欠缺等原因有关的。知之浅，见之薄。盲人摸象，只知

部分，难知全象。文学批评只盯着文学本身，围绕着眼前的

某些作家作品打转转，是十分令人忧虑的。文学批评者应该

先走进经典，再走进现实文学才好。列夫·托尔斯泰说，“读

书不在多，要读那些有用的书”；杰克·伦敦说，“读一千本时

尚杂志，不如读一句雪莱的诗”。如今的许多文学批评者表

现出读经典少，陷入对于现时许多流俗作品的泥沼。所以，

批评也就只能拿瓦片与水泥、豌豆与高粱比比了，何能有精

到的见识与符合高标的评判结论。俗话说，无知者无畏。这

是一句带有微妙意味的话，可如今一些文学批评者在评判作

家作品的时候，却不幸体现着这样的意味。任是言词滔滔，

巧舌如簧，终究花拳绣腿，难中靶心。

当然，文学批评需要合适的孕育土壤和气候环境，需要

坦诚自由的探讨辩论气氛条件，需要更多的展开平台机会，

如今这些情形显然还不周全，需要力争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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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研究中的问题

20世纪的西方文论流派众多，各种理论层出

不穷，眼花缭乱，80年代在国内刮起了一股理论

热。我们引介了西方众多前沿的理论，为文学批

评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然而理论的过

度膨胀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性，导致文学

研究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跨学科的视角在

为文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却渐渐使其转变了

航向，对其他学科领域进行“殖民化”干预。这种

胡乱的拼接套用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此，许多学者开始进行反

思，西方文论是否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当下复杂

的文学现象，如果不能，中国本土理论的生长点又

在哪里？是回归传统还是立足当下？这些成了当

今中国文学理论界难以回避的问题。

何为文学理论和批评本体性特征？“文学”作

为概念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性，而是后来才被建

构起来的，我们谈论的文学理论，基本是在这一新

发明的概念范畴内去重新回溯古代的经典文本，

通过学科的精细分工，把原来复杂而多层次的文

本意涵切割成各个碎片，拼贴到各学科范畴内，文

本所具有的完整统一性俨然已遭破坏，被抽取出

来的片段失去了具体的语境，即使符合文学理论

的范畴，但背后复杂的关联性，研究者却难以窥

见。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

选工作中看出，现代学术的学科意识如何渗透进

这一具体操作过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一开始

就是以西方理论框架为指导，通过学科化、体系

化、范畴化的遴选改造工作，把古代文论重新阐

释、梳理、分类和界定，纳入现代西方学术体制与

思维模式，从而造成古代文论话语的失落。经过

这一改造，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古代文论的原貌，比

如套用西方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切割中国诗

歌，简化了中国诗歌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

中国古代诗文的传统与西方文学观念、研究范式

存在很大的差异，单纯的借用外来理论并不一定

适用于中国传统诗文。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

的命题，陈寅恪也提出“诗史互证”的命题，以诗证

史，以史证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史不分的传

统。文学的真正独立是近现代才发生的。学者张

哲俊认为，这一转换过程脱落了文体的本质因素，

即史的因素，意味着以记述为主的文学转向了以

虚构为主的文学。在其看来，中国传统诗文主要

以记录为主，区别于西方诗歌的“创作”，具有史的

品格，这决定了以西方文学观念来阐释中国传统

诗歌的不适应性。

有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过度强调了文学的

本体论，其本意是为了矫正文学研究中“泛文化”

的不良倾向，捍卫学科的主体地位，但是从另一个

层面想，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否如一般学者所

认为的那么清晰，如果仅仅从文学性的角度去阐

释文学文本，势必会遮蔽一些复杂的文学事实。

文学文本的生成本身就涵盖了历史、文化、心理等

诸多文化现象，虽然它注重的是审美想象，但人是

文化中的人，其意识往往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文化

语境，纯粹的文学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值得怀疑

的。譬如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时，“纯文学”这个

概念就往往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纯文

学”早已成为一种新的话语权力，通过其自身的独

特性（形式、想象等），在捍卫主体性的同时，策略

性地实行某种颠覆，进而试图获得新的话语权。

近几十年文化研究风行西方、席卷全球，给传

统的文学批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化研究的领

域日益扩张，涉及多个学科，专门的文学研究和

批评逐渐被边缘化、弱化，进而丧失文学的本体

特征。文化研究跨学科的泛文化模式强制压缩或

剥夺专门的文学研究，强制运用文学场外的知识

谱系、概念术语、思路方法介入文学研究领域，

开展文学批评。过度泛滥的文化研究冲击下的文

学研究和批评日益远离了文学和文本，文学性被

消解，以文学审美为主的传统阐释模式被跨学科

阐释模式强势干预和宰制，文学研究逐渐消融在

包容万象的文化研究中，有可能走向自我终结的

现实危险。

面对文化研究的不断膨胀，西方学者哈罗德·

布鲁姆发出了质疑并坚持文学的审美原则，主张

回归文学经典的阅读。他感慨“今日的学术界已

经变得走火入魔”，“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

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文化研究可以吞咽一切

看上去可以吸收的东西，这种生吞活剥会导致文

学的自我毁灭，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让

位于社会政治批判，通俗文学作品取代高雅的文

学经典。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文学著作往往在认知

和想象上过于艰难，读者没有真正的文学热忱和

相当的思维水平、文学涵养是很难读懂的，像《失

乐园》和《浮士德》这样的经典之作不可能被普遍

共享，它们在认知和想象上的艰深决定了只有少

数的读者能够深入的阅读。在快节奏的消费时

代，人们早已习惯去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快乐，要

经历艰难的阅读才能获得快乐这种事似乎不是每

个读者都愿意干的。在布鲁姆看来，真正的阅读

应该是一种孤独的活动，如果硬要叫一个不爱诗

的人去热爱伟大的诗篇，似乎不大可能。由于文

化研究的介入，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并不专心于文

学研究的领域，一定要在跨学科的视野下侵占其

他学科的领土，其结果导致的是“文学研究者变成

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

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在布鲁姆看来，这些研究者对作品本身不感兴趣，

而仅仅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

或者表征来对待，文学研究成了一种非量化的社

会学，文学作品成了语境分析练习。把诗、戏剧或

小说与故事的价值仅仅当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神

话而完全剥离其美学价值，这样的阅读还不如去

享受那些受剥削阶级迫切要求的服务来得实在。

同样的，文化研究近些年在中国学术界也是

十分热门，其兴起与90年代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

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学作为

一种精神产品渐趋边缘的位置，纯粹的文学经过

商业包装后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看似繁华，其人

文精神的内核却大打折扣。意识形态不再以一种

显在的形式介入文学，却变相地隐藏在商业机制

中，扰乱人们的思考力，以致文学的批判精神在娱

乐至死的年代里变得极其无力。面对复杂的文化

现象，既有的文学理论资源（比如纯粹的审美研

究）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学界开始关注文化

研究，借鉴其理论来弥补文学研究自身的缺陷，更

为注重现代文学生成本身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而为破除僵化的研究范式、拓宽新的研究视域

提供了可能。

跨界最终要指向中国“文学”本身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给传统的文学研究带

来了新的活力，但跨学科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学

科之间的边界，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落脚点

应该还是文学。这也跟文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有

关，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较注重审美个性、情感想

象和形式创新，关注作家的个性差异，文化研究的

理路就不大适用。文学研究跟文化研究两者的研

究对象彼此不同，“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

索，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

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现象”。

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的视角，落脚点还应该

是文学。现在常常可以看到很多文章把文化研究

理论放置在文学研究上，本意是要出新，但由于过

分注重理论，反而弱化了文学性，文学分析成了证

明理论的材料，比如对一些文学文本进行暴力肢

解拼接，随机收集一些文学现象、例证，去证明诸

如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这样大的理论预设，忽略

了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深层结构。这样的研究

大而无当，很容易造成学术泡沫。文化研究不注

重艺术个性和创造性，其着眼点通常不在文学经

典，当下的文化现象杂乱无章，在一定程度上给文

化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生长空间，这种研究更像是

注重量化归纳的社会科学，从而偏离了文学。

文学研究借助跨界的视野来研究文学本来无

可厚非，但大部分的研究者在跨界之后离本学科

越来越远，最后已经完全脱离了文学，这种现象

应该引起一定的警惕。早在1940年代，袁可嘉

就看到诗与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复杂的纠缠关

系，但不忘指出文学研究的落脚点仍是文学本

身：“我们无论采取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观点，我

们的目的是在对具体作品有更深的理解和领会，

而决不是为了去注释社会学的信条或心理学的临

床诊断。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谈文学则

已，如果还想谈的话，我们的最后目的显然是在

接近具体的文学作品，而不在盲目接受别的学科

所包含的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学或心

理学出发，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文学而非其它。”

（袁可嘉《我的文学观》）四川大学教授李怡在其学

术文章中也多次表明，跨出文学的边界是为了回

到文学之内。跨界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文

学创作所摄取的、关注的的确不是纯文学的艺

术，而是包含了我们各自现实需要和人生经验的

内容，跨出文学进入完整的社会文化，是可以帮

助我们更加清晰细致地把握更为丰富复杂人生经

验，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文学创作现象”。一切

跨界的目的还是要指向中国“文学”本身，通过“文

史互证”的方式，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文学。这里稍

微辨析一下“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复杂的

纠缠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传统的历

史观追求的是客观的事实叙述，新历史主义却认

为历史是被建构的，不可避免地带上文学叙述的

虚构成分，如何剪裁、拼贴历史事实，受控于意识

形态、制度等外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

史的真实性，而且历史所关注的往往是宏大事件，

对历史发展进程有导向意义的史实才被记录在

案，历史的丰富性往往被遮蔽，官方、正统的历史

书写很少关注日常生活。“文学文本”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历史叙述的空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

史面貌。一方面，虚构的文学通过隐蔽的表达形

式想象历史，其内在逻辑反而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者始终离不开其生活的时代

语境，无论作品如何虚构，总会触及一些真实的历

史现场，尽管是以断片的形式呈现，但将若干的

断片收集起来，便可以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社会

文化场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需求等。

文学文本以经验和情感为立足点，通过想象性的

形式表达，最后反而可以指向某种真实，弥合正

统历史的缝隙。日记、回忆录这些看似真实的叙

述，书写者基于种种原因，反而隐藏了自己最真实

的内心情感表达和对历史事件的评判价值，所以，

通过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补充、对比，

或许更能还原真实的历史和作家复杂而丰富的精

神世界。

文学毕竟不同于其他自然学科，注重的是情

感、经验与想象，文学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对文学作

品所潜藏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宝藏进行深入挖掘与

阐释，对意义和价值保持深切关注，而不是暴力地

操起各种理论的“手术刀”对其肢解性的阐释，消

除文学文本的精神内涵，剥夺文学的艺术性。理

论品格的建构固然必要，但完全忽视文学性的理

论已经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这里并非要否定

理论的价值，只不过我们讨论的框架是放在文学

研究的范畴内。一般性的理论可以不拘泥于文

本，它有其自身的建构方式。譬如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理论，更多地是来源于临床实践建立起来

的假说，而不是从文本或文学现象中生成的理论，

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原创性理论而不是文

学理论。文学研究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精神分析理

论并把它当成一种批评方法，更多的是因为文学

与心理学同样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精神

层面，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文艺学学科借助“精

神分析”的批评方法，确实拓宽了文本批评的视

野，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得以更深一层，虽然

是借用场外理论，但并不妨碍对于文学文本的理

解，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一种固定范式，强加到所

有文本，就不切实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

究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充

分关注其人文价值和精神内涵。


